
 

 

数字化转型、工资增长与企业间收入差距*

−兼论“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效应

陈    东，郭文光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文

章采用 2010−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并最终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

所发挥的行业引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

有企业、垄断性较低行业、劳动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

影响存在时变现象，数字化转型成熟期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

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并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成因；数字化转型在扩大企业内

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还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间收入

差距；“灯塔工厂”虽然造成了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部分转移，但是有助

于提升行业内最低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促进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文

章的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防止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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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变革，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关乎中国国

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确定为劳

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之后的第七种生产要素，并作为一类单独的生产要素纳入国民

收入分配序列，这说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重要支撑。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生产要素与新型数据要素的融合方式，也是从原有生

产模式向数字生产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合集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新势能和新动力，符

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赋能实体经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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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劳动、资本与技术等要素实现生产模式重组，有可能引发收入分配调

整。数字化转型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如何引发企业工资水平以及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

的变化？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对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收入增长起到了何种作

用？这两个问题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内容。

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宏观经济层面，强调了数字经济在影响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赵涛等，

2020）、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ghion 等，2019；田秀娟和李睿，2022）、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

（Karabarbounis 和 Neiman，2014；Acemoglu 和 Restrepo，2022）的同时，可能拉大城乡居民间的收入

差距（刘欢，202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影响，

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徐朝辉和王满四（2022）为代表，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高

管集权控制力，从而攫取公司更多利润分成，扩大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究其原因，数字化转

型使信息传达在企业内部变得更加顺畅，可能带来管理层更高的信息传达效率，提高管理层的

决策地位（Laffont 和 Martimort，1998）。另一种观点以 Verhoef 等（2021）和方明月等（2022）为代

表，认为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能够缩小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虽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并关注到企业内管理

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但是尚未聚焦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发生了

何种变化，也未关注到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全要素生产效率、劳动要素成本组成和市场集中优势重组，讨论了数

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这为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企业间收入分配提供了可能的作

用机制。首先，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Hjort 和 Poulsen，

2019；袁淳等，2021）。在此基础上，Autor（2015）发现数字化转型在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同时，

会不断增加对行业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行业整体收入水平。其次，学者们纷纷警示

数字化降低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多表现为数字化和智能化替代人力，导致

大量劳动力失业，扩大了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以

Acemoglu 和 Restrepo（2022）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数字化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产生劳动岗位替代

与创造效应，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看新岗位技能的普及会抑制收入差距的进

一步扩大；但是，以 Agrawal 等（2019）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数字化本身不具有对资本或劳动的

绝对替代性，而是根据配置效率决定数字技术对资本或劳动的相对替代，这一观点得到了王林

辉和袁礼（2018）等学者的支持。最后，部分学者还发现，数字化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导致企业市

场份额上升，使得市场份额逐渐集中掌握到少数企业手中，造成市场集中度上升和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的现象（Autor 等，2020）。

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在于：第一，与已有文献考察数字经济引发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和企业

内工资差距不同，本文尝试从微观视角出发，在考察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工资增长的基础上，进

一步讨论其对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影响

的研究。第二，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机制时，通过任务模型解

释了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劳动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下数字

化转型的总体影响存在时变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内生性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加以实证检验，更加全面地诠释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第三，本文引入

“灯塔工厂”企业名单，创新性地探讨了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如何在行业层面引

发企业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缩小生产效率差距，从而对行业内其他企业产生收入引导效应，拓

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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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理模型

本文在 Acemoglu 和 Restrepo（2022）的任务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数字化替代水平，讨论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及企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模型推导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

通过劳动替代效应降低企业工资水平，而且还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提高工资水平，

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三种机制的大小。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假定在 t 期产品市场出清的理想状态下，企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相

等，且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下，企业 i 的产品供求均衡等式如下：

Yi jct = α
σ j

i jctP
σ j

i jctY jct = Xi jct （1）

其中，α i j c t 是企业 i 在行业 j 的市场占有份额，σ j>0 是 j 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产品替代弹性，

Pijct 是 c 企业 i 产品销售价格，Yjct 是行业 j 的最终产品销售量，Xijct 是 c 市场上企业 i 的产出水平。

在此基础上，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Xi jct = Ai jct min
s∈[0,S ]

{
xi jct(s)

}
（2）

其中， Aijct 代表企业生产效率函数。假定任意企业 i 均通过连续工作任务 s 才能完成生产过程，其

中 s∈[0，1]，xijct（s）代表 Xijct 生产过程中任务 s 的产量。借鉴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的做法，本

文将企业数字化替代水平 Dit 引入模型，假定 [0，Dit] 是企业 i 内部可以使用数字化代替的劳动水

平，大于 Dit 的工作任务则不能被数字化替代，因此，只能使用简单劳动力。同样地，将数字化在

每个任务中的劳动替代率标准化为 1，并假定每个任务劳动生产率外生且为 γ（γ>0），进一步简化

企业任务生产函数表达式如下：

xi jct(s) =
{

ki jct (s)+γli jct(s) s ⩽ Dit

γli jct(s) s > Dit

（3）

其中，lijct 是企业 i 在工作任务 s 中劳动要素的投入量，kijct 是企业 i 在任务 s 中数字化转型应用的

投入资本。在既定产出水平下，企业会基于成本最小化原则，通过对所有任务进行加总，得到 t 期

企业 i 总的劳动和资本需求函数：

Li jct(s) =
(1−Dit)Xi jct

γAi jct

=
α
σ j

i jct(1−Dit)
γAi jct

P−σ j

i jct Y jct （4）

Ki jct(s) =
DitXi jct

Ai jct

=
α
σ j

i jctDit

Ai jct

P−σ j

i jct Y jct （5）

由于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成本应当等于市场价格，因此得出：

Pi jct =
DitXi jct

Ai jct

=
1

Ai jct

{
DitQi jct + (1−Dit)

Wi jct

γ

}
=

(
Ki jctAi jct

DitY jct

)−1/σ j

αi jct （6）

其中，Qijct 代表企业 i 数字化转型应用水平的价格成本，Wijct 代表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水

平。因此，进一步得出企业工资决定方程：

Wi jct =
Ai jctPi jct −DitQi jct

1−Dit

γ =
α
σ j

i jctDit

Ai jct

P−σ j

i jct Y jct =
γ

1−Dit

{
α
σ j

i jctAi jct
1−1/σ j (

Y jctDit

Ki jct

)
1/σ j

−DitQ jct

}
（7）

从式（7）可以看出，工作任务的企业数字化替代水平（Dit）、生产率水平（Aijct）和市场占有份额

（αijct）等因素共同影响企业工资水平。

（二）传导机制的静态分析

1. 劳动替代效应。数字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本要素之一，在生产过程中会逐渐

产生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即劳动替代效应。根据式（5）和式（7），对 Dit 求一阶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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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 ∂K
∂D
= −

DitX2
i jctPi jct

(1−Dit) K2
i jctAi jct

< 0 （8）

由于企业数字化替代水平 Dit 取值范围为 [0，1]，故式（8）求导结果始终小于 0。这表明随着

数字化替代水平加深，数字化对劳动要素会产生替代效应，导致企业对劳动要素需求下降，降低

了员工相对工资议价能力，造成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状况相对恶化。因此，本文得出假说 1：企业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替代效应会相对抑制企业工资水平增长。

2. 生产率效应。企业工资决定方程（7）对 Aijct 求偏导数可得：

∂W
∂A
· ∂A
∂D
=

Pi jctγ

1−Dit

· ∂A
∂D
> 0 （9）

∂A/ ∂D > 0在其他条件不变时，Dit 上升会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即 ，故在 Dit 取值为 [0，1] 时，

式（9）的求导结果始终大于 0。这表明企业数字化应用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率的提高

不仅可以确保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或劳务，而且能够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成

本，有利于企业提升利润盈余，最终提升企业的工资水平。因此，本文推出假说 2：企业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生产率效应会相对提升企业工资水平。

3. 市场竞争效应。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企业面临着劳动用工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为节约生产和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一定规模和资本能

力的企业往往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份额，也由此产生了市场

竞争效应。根据资本需求函数方程，可推导 Aijct 的表达式如下：

Ai jct = (
αi jct

Pi jct

)σ j
DitY jct

Ki jct

（10）

企业市场占有份额是市场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式（10）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生产率水平与市

场占有份额呈正向关系。通过链式求导法则，企业工资决定方程（7）对 αijct 求偏导可得：

∂W
∂α

= ∂
W
∂A
∂A
∂α

=
Pi jctγ

1−Di jct

× DitY jct

Ki jct

×σ j

(
αi jct

Pi jct

)σ j−1

× 1
Pi jct

=
σ jDit

1−Di jct

× Y jctγ

Ki jct

(
αi jct

Pi jct

)σ j−1

> 0 （11）

在 Dit 位于 [0，1] 时，式（11）的求导结果始终大于 0。即相比于没有应用数字化或数字化替代

水平较低的企业，数字化替代水平较高的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优势。数字化替代水平 Dit 的提升

会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导致市场占有率

上升。随着企业占有份额的提升，企业盈利水平进一步增加，员工获得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

随之提升。因此，提出假说 3：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竞争效应会进一步提升企业工资水平。

4. 总体效应。上述理论模型推导表明，一方面，数字化应用的替代性会降低企业劳动要素需

求，不利于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化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优

势，有利于提升企业工资水平。基于此，数字化应用对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总体效应可以通过式

（7）对 Dit 直接求偏导数得到：

∂W
∂D
=

Pi jct

[
(1−Dit)

∂A
∂D
+Ai jct

]
−Qi jct

(1−Dit)
2 γ （12）

(1−Dit) ∂A/ ∂D+Ai jct与 Qi jct/Pi jct

从 式 （ 12） 可 以 看 出 ， 工 作 任 务 的 数 字 化 替 代 水 平 对 企 业 工 资 水 平 的 总 体 效 应 取 决 于

的大小，这里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1−Dit) ∂A/ ∂D+Ai jct < Qi jct/Pi jct ∂W/ ∂D < 0（1）在数字化转型应用初期，即 时， ，此时随着数字

化替代水平 Dit 上升，企业工资增长水平相对变差。究其原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初期，数字

技术不够成熟，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采用数字化的成本 Qijct 偏高，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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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优势的提高，导致企业利润分享工资增长缓慢，对企业工资

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1−Dit) ∂A/ ∂D+Ai jct > Qi jct/Pi jct ∂W/ ∂D > 0（2）在数字化转型应用成熟期，即 时， ，此时数字化

替代水平 Dit 上升，企业工资水平相对改善。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数字基础设施

较为完备，生产和经营数字化成本 Qijct 有效降低。虽然数字化转型升级会对企业员工劳动产生

一定替代效应，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优势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企业利润分享工资，甚至

抵消劳动替代效应对工资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

因此，本文推出假说 4：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大于劳动替代效应，

且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但总体上会显著提升企业工资水平。

（三）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企业通过数字技术调整劳动技能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市

场竞争优势，增加劳动者收入报酬。数字技术为传统经济带来价值创造的同时，也可能给传统经

济带来巨大的冲击。许恒等（2020）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数字经济的规模经

济效应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基于数字技术通常具备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等特

点，一旦数字化转型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后，市场外的潜在进入者将

很难进入市场，而市场的集中度不断提高，极易导致行业垄断（Rochet 和 Tirole，2008）。陈彦玲和

陈首丽（2002）认为，垄断行业往往凭借非市场化手段占有市场资源，垄断控制市场价格，不断提

升行业内部工资水平，这是造成行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而，企业通过数

字化转型提升市场占有份额会导致市场集中程度不断上升、行业垄断性不断加强，容易导致行

业内企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据此，提出假说 5：数字化转型可能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

大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收入差距。

三、数据与典型事实

（一）数据来源。考虑到中国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数字经济规模性扩张主要发生在 2010 年

以后，本文选择 2010−2020 年 A 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企业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

理：剔除 ST 和退市样本，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为尽可能减少异常值干扰，对企业层面连续

型变量进行了 1% 的双倍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2 846 家上市企业 16 626 条有效样本的面板数据。

（二）关键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平均工资（Wage）。选取企业平均工资（企业工资薪酬除以企业员工数

量）的对数形式，用以衡量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同时本文以移动平均值法构造新的企业工

资水平用于稳健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主要

有三种：（1）刘政等（2020）采用调查问卷获取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度量；（2）祁怀锦等（2020）采

用企业年末无形资产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资产金额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度量企业数字化应

用水平；（3）袁淳等（2021）、吴非等（2021）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化相

关词汇的词频占比或词频数量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参考吴

非等（2021）的做法加总企业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并取自然对数构建起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

（Digital），同时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模型构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导致企业工资增长，借鉴范子英和彭飞（2017）

的研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Wageit = α0+α1Digitalit +α2

∑
Controlsit +λi+ vt +ε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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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i vt ε

其中，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①参考袁淳等（2021）代表性文献，选取企业

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流动率）、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行

业资本劳动比、行业市场集中度）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所在省份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地区人均产值）。 和 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四）典型事实描述。如图 1 所示，2010−2020 年间，从时间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逐年提

高，企业平均工资水平除 2020 年略有下降外，也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这初步表明随着数字化

转型的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在实现深度融合，其表征形态之一就是企业工资水平随着

数字化转型程度水平的加深而不断上升。同时，按照行业要素密集度将企业样本分为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从图 2 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要素密度行业中，企业平均工

资均随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升高而上升。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程度和企业平均工资水平

明显高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工资水平的相关关系具有行业

异质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 1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

制年份或企业固定效应，Digital 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升

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在同时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程

度每升高 1 个百分点，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 2.7%。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工

资水平，证实了假说 4 基本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

生产成本，同时有利于提高企业市场占有份额，导致数字化企业形成“强者恒强”的市场竞争优

势，最终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增长，当然这一推测将在下文机制分析中进一步检验。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Digital 0.065***（0.003） 0.044***（0.003） 0.050***（0.003） 0.027***（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 626 15 984 16 626 15 984

R2 0.250 0.833 0.307 0.85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如无特殊说明，后续各表均对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进行控制，下同；限于篇幅，这里未报告各层面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若有需要可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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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检验。考虑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工资收入水平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平

均工资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通过数字化转型降低用工成本和提高要素生产效率。为克服

逆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选取两个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一是借鉴 Goldsmith-Pinkham 等（2020）的

做法，采用滞后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变量与同一行业内除本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数字化程

度平均增长率的乘积，构建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Bartik）。构造思想是，以分析单元初始的份额

构成和总体的增长率重新模拟历年的估计值，该估计值和解释变量实际值高度相关，但与其他

变量的残差项不相关，不会直接对企业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可以很好地解决由互为因果造成的

内生性问题，也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二是参考赵涛等（2020）的做法，选取企业

所在省份互联网上网人数与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对数形式作为第二种工具变量（IV2）。

表 2 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移动份额工具变量 Bartik 和 IV2 对核心

解释变量 Digital 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

Wald F 统计量数值均远大于 10% 水平下的临界值（16.63），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证实了所选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列（2）、列（4）和列（5）第二阶段回归中，依次加入单一工具变量和同时加

入两个工具变量，Digital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系数在 5% 或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列（5）的

结果还显示，Hansen J 统计量的 P 值大于 0.1，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由此，在通过工具

变量克服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工资水平。
  

表 2    内生性处理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法 倾向值匹配−处理效应

（1）第一阶段

Digital
（2）第二阶段

Wage
（3）第一阶段

Digital
（4）第二阶段

Wage
（5）第二阶段

Wage
（6）Wage

Bartik 0.266***（0.027）

IV2 0.048***（0.003）

Digital 0.055**（0.024） 0.034**（0.017） 0.034*（0.020）

Digital_ATT 0.100***（0.013）

Wald F值 149.959 300.498 157.370

Hansen J 1.138

N 11 354 11 354 11 206 11 206 10 614 16 626
 
 

2. 处理效应检验。尽管工具变量模型有效克服了互为因果的干扰，但是基准模型仍有可能

存在其他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数字化转型主要是企业自选择的结果，本文选择倾向值匹配−处

理效应模型克服这一内生性问题。首先，借鉴 Abadie 和 Imbens（2006）的做法，采用倾向值匹配法

解决选择性偏差带来的有偏估计问题，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 10%，满足数据

平衡性假设。同时，本文将原解释变量 Digital 转换为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处理变量，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设为 1，否则设为 0；进一步估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处理组平均处理

效应 Digital_ATT。表 2 列（6）的结果显示，Digital_ATT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表明在克服自选择问题后，基准结论依旧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更换核心变量。在被解释变量上，为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采用

移动平均值法构造新的企业平均工资指标对基准回归模型重新估计。在解释变量上，一方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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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数字化转型特征词谱涵盖的各维度词汇范围存在差异，因此对数字化五个维度指标进行消量

纲处理，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新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Digital_dex）；另一方面，为排除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绝对数量构造方式的影响，进一步客观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值，采用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年末无形资产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占比重新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al_rate）。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不依赖于核心变量的构造方式，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2. 调整样本空间。本文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反

映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但是依然会受到企业信息决策行为的干扰。考虑到企业对数字

化信息披露可能存在夸大或隐藏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借鉴袁淳等（2021）做法，剔除残差值位于前

后 20% 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与此同时，考虑到创业板上市公司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较为明显，故本文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

示，Digita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排除了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

3. 排除政策干扰。企业工资变动往往会受政策制度因素（特别是税收激励和工资制度）的潜

在影响，本文将排除样本期内主要政策的干扰与冲击。一方面，全国自 2013 年 8 月开始试行推

广“营改增”政策，这一政策有可能通过租金分享的形式改变企业薪酬安排，影响企业薪酬水平

（张克中等，2021）。为此，借鉴魏志华等（2022）的做法，将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

比值作为“营改增”政策的代理变量（VAT）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另一方面，各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的不断提升，也可能对基准结果造成干扰，因此进一步控制了企业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Low_wage）。结果显示，Digital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营改增”和最低工资标

准政策干扰后，基本结论仍成立。

（四）企业异质性考察

1. 企业所有制特征。工资分配与不同企业所有制下的收入分配方式息息相关，国有企业实

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而非国有企业则多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因此数字化转型程

度有可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鉴于此，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企业

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3 列（1）和列（2）显示，Digital 的估计系数分

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虽然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工资增长，

但是相比于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国有企业，其对非国有企业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究其原

因，国有企业的工资以按劳分配为主，数字化转型短期内对国有企业稳定的工资增长水平影响

相对较弱；而非国有企业则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企业利润与生产技术要素关联性强，非国有

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敏感程度更高，因而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非国有企业工资增长更为明显。

2. 行业垄断程度。行业集中度可以折射出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根据产业经济学

的 SCP（结构−行为−绩效）模型，行业集中化程度与市场势力呈正相关关系，且随着行业集中度

的提高，市场垄断会逐渐取代市场竞争，导致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抬升（Autor 等，2020），从而有

可能波及企业的绝对和相对收入水平。据此，本文沿用常用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度量企业

所在行业的市场势力。当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时，定义为行业垄断程度低，反之为行业垄断程度

高。表 3 列（3）和列（4）显示，Digital 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就是说，

相比于行业垄断程度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更能促进行业垄断程度低企业的工资收入增

长。因为当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垄断化程度较低时，市场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企业数字化转型所

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也较低，而较低的市场垄断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创新性产品大规模进入市

场，因此呈现出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企业工资增长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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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要素密集度。考虑到企业的劳动要素需求结构可能会存在差异，导致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借鉴鲁桐和党印（2014）的做法，通过固定资产比

重和研发支出比重两个指标的分类方法，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

集型三类。表 3 列（5）至列（7）显示，在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Digital 的系数分别

为 0.03 和 0.028，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无论是估计系数还是显著性均明显高于资本密集型

行业。原因在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多以雇佣低技能劳动者为主，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产业结

构升级亟需更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对高技能劳动要素需求更高，数字化转型的工资增长效

应更为明显；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能力较强，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新任务与新岗位，提升了企

业对高技能劳动要素需求，数字化转型的工资增长效应也较为明显；而资本密集型行业以有形

固定资产为主，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程度低，因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不够明显。
  

表 3    异质性考察回归结果

（1）国有

企业

（2）非国有

企业

（3）行业垄断

程度低

（4）行业垄断

程度高

（5）劳动

密集型

（6）资本

密集型

（7）知识技术

密集型

Digital 0.009**（0.005） 0.030***（0.003） 0.045***（0.004） 0.010**（0.004） 0.030***（0.007） 0.010*（0.005） 0.028***（0.003）

N 5 087 10 816 8 780 7 845 5 839 5 602 4 418

R2 0.878 0.843 0.372 0.443 0.875 0.855 0.870

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Chi2（1）=26.48

p=0.000
Chi2（1）=11.60

p=0.001
Chi2（1）=39.43

p=0.000
　　注：异质性检验部分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检验了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估计系数在不同分组下的组间差异，SUEST检验卡

方统计量的P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组间回归系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五、作用机制考察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机制。①基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

工资水平，但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考察。根据理论分析，讲从企业劳动密度、全要素生产率和市

场竞争势力三个方面，分别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劳动替代、生产率和市场竞争效应机

制。为了克服传统中介效应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 Dippel 等（2020）的内生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单个工具变量估计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确定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1. 劳动替代效应。借鉴陆雪琴和文雁兵等（2013）的做法，将拥有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员

工定义为高技能员工，其余员工定义为低技能员工，并以低技能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

（LS_low）和高技能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LS_high）分别衡量企业劳动技能需求，考察企业

数字化转型是否产生劳动替代效应。表 4 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Digital 对 LS_low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LS_low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4.854），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

低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抑制了企业工资增长。与之对应的是，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

Digita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LS_high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4.537），表明数字化

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促进了企业工资增长。比较二者的估计系数不难发现，

前者的抑制作用更强，说明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降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削弱低技能劳动者

工资议价能力而抑制了企业员工工资增长水平，该结论与假说 1 基本吻合。

2. 生产率效应。本文采用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提出的 LP 法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生产率效应。表 4 列（5）的结果显示，Digital 对企业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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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列（6）的结果

显示，TFP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1.002），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有效提升企业工资水平。究其原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使企业生产成本得

以降低，有效增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企业员工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分享（刘灿雷和

王永进，2019），进而提高了企业工资增长水平，该结论证实了本文假说 2。
  

表 4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劳动替代效应 生产率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

（1）LS_low （2）Wage （3）LS_ high （4）Wage （5）TFP （6）Wage （7）PCM （8）Wage

Digital −0.025*（0.079） −0.016（0.029） 0.026*** （0.008） −0.014（0.026） 0.072**（0.032） 0.050*（0.026） 0.012***（0.005） 0.009（0.017）

LS −4.854*（2.554） 4.537**（2.253）

TFP 1.002***（0.270）

PCM 8.105**（4.755）

N 11 146 11 146 11 168 11 168 10 608 10 608 11 653 11 653
 
 

3. 市场竞争效应。借鉴 Kale 和 Loon（2011）的做法，采用勒纳指数来测量企业市场竞争势力

（PCM），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表 4 列（7）结果显示，Digital 对企业市场竞争

势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势力；列（8）的结果

则进一步表明，PCM 对企业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8.105），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

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势力来提升企业工资水平。究其原因，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市场占有率

的提升，能够致使市场收入份额逐渐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Autor 等，2020），从而产生了企业的市

场竞争优势，而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的优势企业往往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各个环节的

劳动要素需求，促使企业员工工资水平进一步提升，这证实了本文假说 3。

由此，虽然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了劳动替代，造成企业工资增长水

平相对恶化，但这种效应会受生产率效应的冲抵（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而数字化转型升

级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对企业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整体来看，数字化转型产生

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替代所带来的抑制作用，且是企业工资增长

的主要来源，该结论验证了假说 4。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

门槛效应。根据模型（12），本文发现企业

数字化转型在不同发展时期引发的劳动

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

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甚至会发

生某种转变，据此推断数字化转型程度

对企业工资增长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某

个转折点。采用 Hansen（1999）的做法，建

立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依次对模

型进行单一门槛检验和双重门槛检验，

并使用 Bootstrap 自抽样法反复抽样 500
次计算门槛效应检验 F 统计量，检验结

果表明有且仅有一个门槛，两次回归确

定的单一门槛值为 2.773。据此，选择以

表 5    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单一门槛回归（1） 双重门槛回归（2）

门槛值 γ1= 2.773 γ1=2.773 ，γ2=3.892

企业低技能劳动占比（LS_low）

[0 ， γ1）

[γ1 ， γ2）

[γ2 ，+∞）

−0.761***（0.093）

−0.266**（0.103）

　

−0.357***（0.092）

−0.171（0.104）

−0.206（0.22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0 ， γ1）

[γ1 ， γ2）

[γ2 ，+∞）

0.646***（0.040）

0.660***（0.039）

　

0.635***（0.040）

0.642***（0.040）

0.656***（0.040）
企业市场竞争势力（PCM）

[0 ， γ1）

[γ1 ， γ2）

[γ2 ，+∞）

−0.248（0.301）

0.734***（0.271）

　

−0.911***（0.379）

−0.092（0.304）

0.789***（0.270）

N 2 846 2 846

F 60.77***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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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门槛结果作为分析依据。表 5 列（1）结果显示，当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 2.773 附近时，企业

低技能劳动占比、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势力对企业工资增长水平影响发生了明显变化。当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区间 [0，2.773）时，企业低技能劳动占比显著为负（−0.761），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显著为正（0.646），企业市场竞争势力估计系数为负（−0.248），但不显著；当企业数字化转型

程度超过 2.773 门槛值时，企业低技能劳动占比虽依然显著为负，但是系数绝对值减小至 0.266，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势力均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分别提升至 0.660 和 0.734。这表明当

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初期较低水平时，主要产生劳动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且前者大于后者，

对企业工资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越过门槛值处于较高水平的成熟期时，

劳动替代效应会减弱，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则不断加强，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生产率效

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之和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对企业工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验证了假说 4。

六、基于行业层面的拓展分析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从理论上看，有偏技术进步往往具有很强的外溢

性（Krusell 等，2000）。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对行业资本与劳动要素

整合配置以及产业数字化升级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也将引致市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

力变革，进而作用于整体收入分配。那么，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工资水平增长的同时，是否会

对企业内和企业间收入差距造成影响呢？

在 企 业 内 收 入 差 距 方 面 ， 参 考 谢 杰 等

（2022）的做法，根据企业所在的地区和行业

维度，以工资最低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表征

该行业中企业的低技能劳动者工资，采用企

业平均工资与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差值

除以企业高技能员工占比取对数，构造企业

内部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

距变量（Wagespil），并取对数形式。表 6 列（1）

的结果显示，Digita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在企业间收入差距方面，借鉴刘灿雷和王永进（2019）的做法，选用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平

均工资标准差衡量企业间收入差距（Wagesd），同时构建行业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_ind）。

此外，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平均加权到行业层面，保留行业−年份数据样本，并控制行业和年份

固定效应进行检验。表 6 列（2）的结果显示，Digital_ind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扩

大了同行业内不同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行业集中度（HHI_ind）衡量企业所

在行业的垄断程度，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表 6 列（3）

的结果显示，Digital_ind 对行业集中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所

在行业的垄断程度；列（4）的结果显示，HHI_ind 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所在行业的垄断程度而扩大了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

证实了假说 5。

（二）“灯塔工厂”的引导效应。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合作启动了全球灯塔网

络，并公布了率先完成大规模数字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益的全球“灯塔工厂”企业名单。截

至目前，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共有来自 22 个行业的 103 家工厂获此殊荣，其中三分之一位于中

表 6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1）Wagespil （2）Wagesd （3）HHI_ind （4）Wagesd

Digital
0.173***

（0.055）

Digital_ind
0.127**

（0.054）

0.040**

（0.017）

0.012
（0.051）

HHI_ind
9.578**

（4.703）

N 15 813 768 768 768

R2 0.761 0.744 0.744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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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些“灯塔工厂”在重新定义行业新格局的同时，可能引领和激励其他企业大力部署数字化

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行业生产率，推动整体行业转型。与此同时，企业技术升级往往能产生“先

行者优势”，有可能对市场上其他企业的劳动和资本等资源要素产生“虹吸效应”，也会影响企业

工资水平及不同企业间的收入差距。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

工厂”是否能够对所在行业的企业工资水平产生引导效应呢？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 9 月公布的“灯塔工厂”名单，选取中国上市企业样本，以行业中

是否存在“灯塔工厂”为虚拟变量（Light），若存在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同时构建行业平均数字

化转型程度变量（Digital_ind），构建交互项 Digital_ind×Light 纳入模型，以检验“灯塔工厂”的工

资增长引导效应。表 7 列（1）的结果显示，Digital_ind×Ligh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灯塔工

厂”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即“灯塔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存在行业引导效应。
  

表 7    “灯塔工厂”的引导效应与作用机理

（1）Wage （2）TFP_gap （3）Labor_high （4）Captical

Digital_ind×Ligh 0.038***（0.011） −0.026***（0.004） −0.067*（0.039） −0.039***（0.012）

Digital_ind 0.069***（0.005） −0.016***（0.002） −0.008（0.018） 0.003（0.006）

Light −0.104***（0.032） 0.110***（0.014） 0.217*（0.131） 0.125***（0.040）

N 16 954 15 834 15 813 15 834
 
 

为了进一步考察引导效应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参考宋建和郑江淮（2022）的做法，构建同一

行业内“灯塔工厂”与其他企业的生产率差距，即 TFP_ gap=（TFPi −TFPmin ）/ TFPm，其中，TFPmin 和

TFPm 分别代表所在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小值和行业内生产率平均值。表 7 列（2）的结果

显示，Digital_ind×Light 对企业生产率差距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灯塔工厂”的数字化转型有利

于提升行业内企业生产效率最低值，缩小行业内企业间生产率的差距，从而有助于提升行业内

企业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分别选取“灯塔工厂”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员工数量和企业

流动资产的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衡量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表 7 列

（3）和列（4）的结果显示，Digital_ind×Ligh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灯塔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对

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造成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

能劳动和资本要素转移。综上，尽管“灯塔工厂”存在虹吸效应，但是依然有助于提升行业内企

业最低生产率，缩小企业间生产率差距，从而能够对行业内企业工资增长发挥引导效应。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战略引擎，而企业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深度融合的重要着力点。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基于此，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从理论和实

证层面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同一行业内

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灯塔工厂”对其他企业所发挥的行业引导作用。研究结果发

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

在非国有企业，行业垄断性低和劳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第二，当企业数字化转

型处于初期阶段时，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劳动替代效应大于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企业

工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当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劳动替代效应会

逐渐减弱，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则不断增强，两者对企业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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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效应所带来的抑制作用，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来源。第三，数字化转型不仅扩大了企

业内不同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 而且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了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收

入差距。第四，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能够产生引导效应，有助于提升行业内最低

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生产率的差距，从而促进了同一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政府应重点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化发展平

台，降低数字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壁垒和转型交易成本，消灭“数字信息鸿沟”，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缩小企业间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保

障。第二，瞄准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

建立有效的数字经济反垄断措施，依靠市场数字信息监管技术，防止大型企业利用技术优势进

行垄断竞争；同时，鼓励支持高新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借助“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作用，缩小

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减弱企业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第三，政府应采取更

加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如逐步降低劳动收入征税、提高资本收入征税、提供保障性的失业补

贴、就业指导与培训等，缓解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劳动替代效应，兜底民生保障的同时降低失

业风险。企业也应建立符合长远发展目标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机制，鼓励支持员工自主参加各类

数字技术技能培训，结合“干中学”，在劳动生产中提升自身数字技能，以适应未来数字化转型的

趋势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 文章还得到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9RWZD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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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Wage Growth and Income Gap
Across Firms: Also on the Industry-leading Effect of

“Lighthouse Factory”

Chen Dong,  Guo Wen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ummary:  Whi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may

also raise income distribution issue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Python machine learning and text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degree of firm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wage growth, and focuses on the income gap

across firm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ndustry-leading effect of “Lighthouse Factory” that have comple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s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raises firm wage, and this increase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state-owned firms, low industry monopolies, and labor and knowledge-and-technology in-

tensive industries. Second, there is a shift in the overall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wage growth, and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matur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

mote wage growth more than the suppress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labor substitution effect,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cause of wage growth. Thi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widens the skill income gap within

firms, but also widen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by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industry

monopoly. Fourth, although the “Lighthouse Factory” results in the partial transfer of high-skill labor and

capital elements from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it helps to improve the minimum productivity of the in-

dustry, reduce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firm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wage level of

firms in the industry. The findings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event-

ing the widening of income gap.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di-

gital transformation on wage growth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firm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di-

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firms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Second, it explains

the labor substitution effect,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triggered by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through a task model,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some kind of shift in the overall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empirical test of endogenous mediating ef-

fect model and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

come gap is explained more comprehensively. Third, it further introduces the list of “Lighthouse Factory” and

innovatively explores the leading effect of the first “Lighthouse Factory” that has completed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n other firms in the industry,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n the industry.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verage wage； income gap； Lighthouse Factory； lead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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